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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传统研究中,学者往往基于国际政治

和经济的视角,很少关注国家安全方面.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通过构建一

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

系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传统研究结论相比该逻辑有三大变化:
一是保持美国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成为美国重

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标;二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源泉,从过去的

“国内市场准入＋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转向 “安全提供能力＋科

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即用 “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 “国内市场准

入”,作为吸引 (甚至逼迫)规则合作伙伴的重要筹码;三是保护主义成为

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托

框架.受上述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将回到 “有限全球化”,以多边规则为基

础的全球化体系被严重破坏,新规则领域或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经贸规则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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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体系被分隔成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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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发

展并未留下任何制度性遗产,现有体系几乎全部承袭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

序,包括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GATT/WTO)为核心的国

际经贸规则体系.但到后来,在美国独霸全球的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的发展却越来越脱离多边体系,越来越趋向于区域化、双边化甚至单边化.

尤其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

登政府,美国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态度和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奥巴马

时代,虽仍推崇多边主义,但也极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跨

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 (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定 (TISA)等谈判.到了特朗

普时代,一边是美国各种 “退群”(包括退出 TPP,多次威胁退出 WTO),盛

行单边主义,另一边又主导谈成 “美墨加协定”(USMCA)替代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 (NAFTA),其中,对数字贸易规则又在 TPP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并

塞进了针对中国的 “毒丸”条款.进入拜登时代,一方面,美国未如各方预期

的那样重回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也没有取消特

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甚至在通货膨胀高启的压力之下仍未取消;另一

方面,美国虽然回到了多边,但仍通过一己之力使 WTO上诉机构陷入瘫痪,

同时又力推与已有自由贸易协定差别颇大且针对中国意味颇强的 “印太经济框

架”(IPEF)和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并与欧洲启动了美欧 “跨
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TTC),试图通过制定广泛使用的技术和行业标

准,阻止中国可能在高附加值行业建立经济主导地位.
显然,美国主导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构建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

性变化.第一,美国已经放弃作为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缔造者和主导者的

身份,转而寻求更多的保护主义、干预主义和单边主义.第二,在国际经贸

规则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国际经贸利益之上,因

此,其经贸政策正在转向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怎么了? 为什么

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上述变化将给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带来什

么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客观地了解美国的政

策动向和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趋向,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客观、冷静

的态度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环境变化,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做好应

对之策.因此,本文试图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基础

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如何影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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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以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三个视角.
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规则 (协定)的形成动机、实施、变化等问

题.如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KennethJArrow)认为,在市场失灵的状

态下,问题不在于行为者自身的弱点或缺陷,而在于整个体系的结构和制

度;为了纠正这些缺陷,有意识的制度创新是必要的.① 经济学家们通常运

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贸易协定的动机,主要有三种方法:传统经济学方法和

政治—经济方法都认为,贸易协定能够纠正在没有贸易协定时所存在的非效

率现象;② 承诺方法则把政府间博弈变成了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认

为贸易协定可以提供一种增强政策信誉的途径.③ 关于规则实施问题,学者

们主要运用重复博弈的理论来进行规范分析.④ 关于贸易规则的变化,盛斌

等认为,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塑造了新的国际竞争优势,要求传统的国际

经贸规则进行相应转变调整;⑤ 张茉楠等认为,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新一轮

规则竞争的前沿;⑥ 竺彩华则从市场逻辑的角度,认为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

力变革使国际经贸规则的边界不断从一国边境向国内纵深领域拓展,且呈现

明显的迭代变化,第一代国际经贸规则以 “关税和边境上的问题”为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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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心转向影响全球价值链运行的 “边境后措施”,第三

代国际经贸规则则以数字贸易规则为核心.①

第二,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规则产生和变化的动因.现实主义学者认

为,国际机制反映了国家实力在世界的分配,它建立在主导国对霸权的追求

上.②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则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仅是霸权

国为维护国际体系而作出的单方面供给行为,而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成员

需求 的 结 果.③ 罗 伯 特  基 欧 汉 (RobertOKeohane)和 约 瑟 夫  奈

(JosephSNye)创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当相互依赖程度达到很高

水平时,国家通常会建立国际制度来处理共同的问题.④ 约翰  杰克逊

(JohnHJackson)认为,贸易协定的协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权力为基

础的方式,政府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性至关重要;另一种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方

式,权力的不对称性无足轻重.⑤ 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

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如果国家之间正向认同,
则有利于合作.⑥ 张宇燕和李向阳认为,制度 “非中性”使许多全球规则或

机制成为维护和扩大少数既得利益国家或集团利益的工具,获益较少一方则

有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动力,如崛起的新兴经济体.⑦

第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规则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托马斯奥特利 (ThomasOatley)从国家 (产业)利益和国内政治两个视

角分析了一国参与经贸规则构建的考量因素.⑧ 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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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utnam)提出双层博弈论,强调国际谈判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

动.① 丹尼罗德里克 (DaniRodrik)提出了 “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困境”,

即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同时实现超级全球化、国

家主权和民主政治.罗德里克还强调,由于规则的非中性,经贸规则的任何

变化,都会对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带来收入分配效应,而公民权利必然会给政

治家施加压力,要求其对选民负责.② 杰弗里弗兰克尔 (JeffreyFrankel)

和魏尚进认为,政府在参与规则谈判的过程中,每做出一个让步,都需要确

保从中受益的人口比重足以克服来自国内政治的反对力量.③ 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 (JosephEStiglitz)认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

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后果.④ 蔡昉则认为,一些工业化国

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步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 “输
家”.⑤ 马涛等也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结果.⑥ 阎学

通则从反建制主义思潮的角度,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⑦

以上讨论为我们了解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变化及其影响提供了丰

富视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存在三个不足:第一,在新技术、新冠

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冲击下,安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显性化,国际

经贸规则体系重构中的安全考量也越来越突出.而现有研究更多地还是侧重

于经济与政治因素,对安全因素即便偶有涉猎,也多局限于规则中的国家安

全例外条款,缺少从 “边数”(合作对象)选择的角度进行系统讨论.第二,

大多数研究仍是就规则论规则,缺乏从体系变化的视角,即缺乏从包括国内

与国际、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安全与发展等视角出发来对国际经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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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演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三,对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其国家逻辑的变

化对全球经贸规则体系的影响,也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建

立一个包含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国家逻辑的三维 (经
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视角,对作为霸权国家美国的国家逻辑变化

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重构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发挥抛砖引玉之用.

三、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和变化,本质上是两种逻辑———市场逻辑和国

家逻辑 (“看不见的手”和 “看得见的手”)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市场逻辑推动国际经贸规则边界迭代式发展

追求效率优先和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的基本诉求是超越国家边

界,去除妨碍全球市场形成的各种障碍,以实现商品、服务以及资本、数据

等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因此,市场逻辑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内生动

力,反映了其经济性特点.理查德鲍德温 (RichardBaldwin)认为,全球

化的过程就是人类将生产和消费活动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分离的过程.① 如表

１所示,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变革不断使这种分离变为现实且不断深入,
从而推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化发展呈现明显

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国际经贸规则的边界也随之不断从一国的边境向国内纵

深领域拓展,且具有区别明显的迭代式变化.

表１　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进程

　　　时期

角度　　　
传统贸易时代 价值链贸易时代 数字贸易时代

生产力变革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

克服了实体货物运输

成本的制约,使大量

货物贸易成为可能

第三次工业革命,尤其是

１９９０年 前 后 的 信 息 通 信

技术 (ICT)革命,克服

了思想流动成本的制约,
使监督控制价值链的过程

可以分散化

第四次工业革 命,尤 其 是 ５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科技,
使人员流动成本大幅下降,服务

贸易中的很多非贸易品变成贸

易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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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分工

商 品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分离

商品生产环节的分拆

(服务也作为生产工序被

离岸外包)
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的分离

全球化特点

货物 (最终产品)贸

易扩张为主: “一国

生产、全球消费”

中间品贸易扩张和制造业

外国直接投资 (FDI)扩

张为主: “全球生产、全

球消费”

服务贸易 (如数字贸易)和服务

业 (如研发)FDI扩张为主:利

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贸易和价

值链贸易,带来贸易增长效应;
“数字传输＋本地生产”带来新

业态的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创造

性破坏效应

国际

经贸规则

第一代:市场准入型

边境措施

第二代:市场准入型边境

措施;规制融合型边境后

措施

第三代:市场准入型边境措施;
规制融合型边境后措施;与数据

流动相关的新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科技变革推动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迭代变化,导致其边界越来越触及国

家安全.传统经贸规则主要涉及物质性市场准入和待遇 (如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因此更多可能对一国的产业安全、公共安全 (如健康)带来威胁.而

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处于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新规

则更多涉及标准和应用适应性等非边境、非物质的市场准入,国家安全风险

也从传统领域不断拓展到非传统领域 (如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经贸规

则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风险被进一步强化.２０２０年,美国根据 «国际紧急

经济权力法»对抖音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实施制

裁;２０２１年,中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对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实施网络安全审查;２０２２年,俄乌冲突爆

发后,苹果宣布暂停在俄罗斯销售所有苹果产品,关闭俄罗斯用户的通讯服

务,包括删除 “今日俄罗斯”和 “卫星通讯社”的应用程序,相当于一国境

内的外企直接参与了舆论战.因此,由于数字技术越来越倾向于军民两用技

术,安全因素在新规则的构建中越来越显性化,甚至高过一切.
(二)国家逻辑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动力机制

国家逻辑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动力源于国家利益,即一国能从国际

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或收益.一国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能力,即为该国的

制度性权力,具有结构性权力和认同性权力的属性,而国家逻辑重塑国际经

贸规则体系的动力机制,也得益于这两种属性,前者给主导国提供了能力和

动力,后者给参与国提供了合作动力.

—０１—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　

根据苏珊斯特兰奇 (SusanStrange)提出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权力是

通过对安全、生产、信贷及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

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结构性权力决定全

球政治、经济结构,其中包含对国际制度的规则和惯例的设定.① 根据新自

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主导国制定规则的国际权力 (制度性权力)来

自于国际经济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依赖较少的一方 (优势方)经常把这种依

赖关系作为在某些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权力来源.② 因此,关于制度性权力的

基础或来源,结构性权力论和相互依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强调物质性

权力对制度性权力 (软权力)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相互依存论更强调优

势国与劣势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即更强调经济性或市场性权力;
而结构性权力论除了强调经济性权力 (生产、信贷及知识可被认为经济性权

力),还强调了安全性权力.斯特兰奇认为,在世界经济的权力结构中,安

全提供者可以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

的选择范围”.③ 事实上,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和奈也认为, “由
于武力威慑能力可以对盟友起到间接保护作用,其也被超级大国用来作为与

盟友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工具”.④ 因此,除了市场性权力,安全提供能

力 (安全性权力)也是主导国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源泉,尤其在一个不稳定的

国际秩序中.市场性权力和安全性权力都属于物质性权力,是给主导国和参

与国提供收益的源泉.
制度性权力同时也是一种认同性权力,即主导国通过使其他行为体认同

其主导国身份而具有的权力.通过研究美国战后构建联盟体系的历史,龚铁

鹰总结出美国令其他国家能够心甘情愿接受其领导的三条经验:意识形态输

出、安全保障和利益输送.⑤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三者运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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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０~２８页.
阿德里安娜阿姆斯特朗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了 “经济依赖是国际权力的基础”的观点,

参见 AdrienneAmstrong,“ThePoliticalConsequenceofEconomicDependence”,JournalofConflict
Resolution,Vol２５,No３,１９８１;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进一步提出了 “复合相互依赖”
学说,认为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国家所拥有的武力,而是国家间经济、科技乃至文化

的相互影响和依赖,而且这种依赖正在成为国际权力的源泉,参见 RobertOKeohaneandJoseph
SNye,PowerandInterdependence (３rdEdi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页.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４７页.

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PowerandInterdependence,３rdEdition,第２４页.
龚铁鹰:«论软权力的维度»,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第１６~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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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度都会有所变化.在冷战结束、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制度构建的过程

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利益的博弈;而在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化倒退的时代,意识

形态输出和安全保障的作用机制将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得到更多的体现.
(三)基于市场和国家双重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用来从主导

国的角度分析其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影响.如图１所示,国

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主要来自两方面动力 (或阻力):市场逻辑

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边界不断拓展、形成全球市场 (或超级全球化)的原动

力;但真正塑造或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力量却来自国家逻辑的———经济

利益、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图１　主导国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动力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经济利益的维度来看,主导国的市场性权力主要由市场规模优势和反

映科技创新能力的产业竞争力两大基石构成.前者从需求侧反映了主导国对

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解决了主导国给合作者提供收益的问题 (规则的外部性

效应),即谁能给世界提供持续、稳定的大市场,谁就越有可能成为规则的

制定者,同时也强化了主导国制裁 (惩罚)他国的能力;后者从供给侧反映

了主导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引领力,领先的科

技优势和产业竞争力可以使主导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由此获得

主导规则制定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 (规则的非中性效应).因此,具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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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性权力的国家 (通常是大国)往往通过开放自己的市场,来吸引其他国家

接受其国内规则,从而对其优势产业开放市场,进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构

建进程,实现国内规则国际化;而不具备市场性权力的国家,则根据本国在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优势,对各种可能形成的国际规则做出选择,因而

往往是合作者 (或 “搭便车者”).如此,主导者与合作者基于国家利益,通

过让渡原来完全属于一国拥有的权力 (国家主权),使之成为共同拥有的权

力 (国际规则).
从安全利益的维度来看,主导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首要诉求是保

障自身的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同时通过强化安全概念并许诺给盟友及伙

伴提供安全保障,与盟友及伙伴形成封闭式、排他性的 “小圈子”来保障共

同安全.吴心伯在研究美国对其盟友在对华经贸关系中施加压力的影响因素

时,认为与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和对华双边关系相比,安全因素是最关键

的.对美国盟友来说,与美国的同盟主要是安全同盟.在这种同盟关系中,
安全是美国的强项,也是盟国的弱项,美国能够利用安全杠杆最大限度地对

盟国发挥影响.一旦涉及安全问题,盟国往往只能选择与美国保持一致.①

因此,一旦主导国在构建国际经贸规则的过程中更多强调国家安全时,则会

对原有的规则体系带来较大的破坏性,尤其对多边主义体制构成较大的

威胁.
从政治利益的维度来看,前述两种国家逻辑的变化都需要得到合法性保

障,尤其国际协定只有在国内得到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才能获得合法性,
并产生效力.

基于上述框架,本文提出一个基本命题: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不会一味朝

着市场逻辑推动的超级全球化方向发展,国家逻辑的存在必然使其出现内在

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因此,有限全球化才是常态.不平衡是指不同代际的经

贸规则在全球推广的难度是不同的.第一代规则由于仅涉及以关税为主的边

境上措施,主导国通过降低关税开放本国市场,就可以换来其他国家的对等

开放,因此,也就有了美国在二战后通过对等开放和重复博弈,主导形成了

以 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但是,随着第二、第三代规则越

来越向制度融合发展,各国的开放度越来越不对等,正如联合国贸发会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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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心伯:«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７６~
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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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在数字贸易时代,很多国家很多人只能作为数据平台的用户和消费者

来提供数据信息,却难以作为生产者、出口商和创新者来利用和创造数据价

值,同时却要承担数据泄露带来的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风险.① 况且在关税

已经降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废除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在

这种情况下,接受对方规则即意味着不对等开放,因此,越到制度性开放层

面,多边贸易体制就越难有作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 (FTAs)的兴起,就

是各国寻找制度的志同道合者的替代方案.不稳定是指由于规则发展的不平

衡性越来越突出,导致全球市场的开放结构越来越不符合主导国的国内产业

利益结构.当主导国 (尤其霸权国)难以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维持其国家 (霸
权)利益时,国家的安全维度就会处于显性状态,现有规则体系将出于不稳

定的状态.正如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Gilpin)所言,当现有的国际规则

无法满足不断变化中的国家主体的利益时,不同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往

往会从改变既有国际体系的规则开始.② 上述不平衡和不稳定将从美国国家

逻辑的变化中得到验证.

四、美国国家逻辑变化的三维分析

美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底层逻辑,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经

济利益角度,美国的产业结构与现有国际市场的开放结构 (国际制度结构)

相背离,因而美国认为需要重构市场性权力以维护其霸权利益;从国家安全

角度,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意图构建遏制中国的市场和规则体

系;从国内政治角度,美国从 “自由贸易”彻底转向 “公平贸易”,且对华

强硬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战略共识,这也为其前述两大逻辑变化提供了国

内合法性.
(一)经济利益维度:以重构市场性权力维护霸权利益为目标

国家主导规则构建的直接动力,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制度收益,而制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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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DigitalEconomyReport２０１９:ValueCreationandCapture:ImplicationsforDeveloping
Countries,UNCTAD,２０１９,pxviii,p３５,https://unctadorg/webflyer/digitalＧeconomyＧreportＧ
２０１９

RobertGilpin,Warand Change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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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大小,又直接取决于市场性权力的大小.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以

美国为主导形成的全球性市场开放结构 (体现美国的制度性权力),越来越

不符合其国内产业利益结构,因此,美国亟需重构市场性权力.
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市场的相对优势在不断下降.二战结束以来,美

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贡献,就在于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大市场,并

以此为中心,整合外围世界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协作机

制,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形成了美国主导的规则

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大市场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① 王缉思

认为,近十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总体稳定,唯有在与中国相比时才显示出

衰落态势.② 这一点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作为全球进口市场两方面都是成

立的.

图２　中美日德全球GDP占比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１)(按美元汇率)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Ｇdatabase/２０２２/April

从经济规模看,如图２所示,１９８０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全球

占比为２５４３％,在１９８５年达到３４６５％的高点 (历史巅峰为１９６０年的

３９６７％)后持续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４５％,之后又在克林顿执政的后半期重

拾上升态势,到２００１年达到３１３２％,之后又处于持续下降趋势,到２０１１
年达到２１１５％的低位,之后虽又有所回升,但基本上都低于１９８０年的水

平,２０２１年为 ２３８８％.反观中国,１９８０ 年中国 GDP 在 全 球 占 比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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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翟东升:«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４页.
王缉思:«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载 «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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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与美国相差２２７３个百分点,１９８５年与美国的差距一度还扩大到

３２１７个百分点.２００８ 年以后,中 国 占 比 快 速 提 升,到 ２０２１ 年 达 到 了

１８１３％,与美国差距缩小到５７５个百分点.再看前四强中的日本和德国,

日本 GDP全球占比在１９８０年为１００４％,与美国相差１５３９个百分点,到

１９９４年达到１７８６％的历史高点,与美国相差８１８个百分点,之后日本占

比一路走低,到２０２１年只有５１３％,与美国差距扩大到１８７５个百分点.

德国 GDP在１９８０年的全球占比为７６％,与美国相差１７８３个百分点;

２０２１年再降至４３９％,与美国差距扩大到１９４９个百分点.① 从过去四十多

年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来看,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优势实际上是扩大

了,只是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在不断缩小.

从作为全球市场的潜力看,由于中国经济扩张速度更快,人口更多,收

入增长潜力更大,未来消费潜力也更大,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

场,因此时间站在中国这边.２０２１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相当于美国的

９２１２％,② 若非美国大水漫灌式政策刺激了消费需求,中国很可能当年就超

过了美国.过去,美国是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现在这一地位越

来越被中国所取代.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和服务贸

易进口国,中国进口市场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如图３所示,自１９８０
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为全球商品提供了重要的消费市

场.２０００年,美国进口占全球比重达到１８９２％的历史最高点.但之后就一

路下滑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２８％ (相当于１９８０年的水平),随后虽有攀升,但基

本上在１３％~１４％之间波动,２０２１年为１３０４％.反观中国,进口占全球比

重则一路上升,到２０２１年,中国的货物进口占全球比重达到了１１９３％,与

美国仅差１１１个百分点,双方作为世界市场的地位已非常接近.再看日本

和德国,从长期趋势看也是趋于下降,但美国市场相对于日本和德国,优势

反而扩大到９６３和６７４个百分点 (１９８０年的差距分别为５５３和２３９个百

分点).③ 中国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持续扩大,使得中国越来越

—６１—

①

②

③

参见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Ｇdatabase/２０２２/April.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按２０２１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

间价６４５１５换算,参见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０１;https://wwwbea
gov/.

参见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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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依托国内大市场自主推进科技创新的底气,因为只有市场才是孕育科技

创新的最重要元素,其他要素 (如资金和人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依靠市

场机制加以解决.

图３　中美日德全球进口占比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１)

说明:德国数据在１９９０年前为东德和西德的加总

资料来 源:联 合 国 贸 发 会 数 据 库 (UNCTADstat),参 见 https://unctadstat

unctadorg/EN/

另一方面,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来看,美国虽遥遥领

先,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以数字科技创新为先导和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和产业格局,也是各国和企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在缺席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紧紧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机会,目前正在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创立的全球创新指数２０２１年报告显示,
美国排名第３,中国排名升至第１２ (２０１１年为第２９),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

之首.① 在２０２１年 «财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 (不含台湾地

区)上榜企业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１３５家,超过美国的１２２家,成为世界

第一,且中国企业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当然,从

企业规模 (尤其超大企业的数量)和竞争力来看,中美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７１—

①

②

GII２０２１Results,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userfiles/file/reportpdf/GIIＧ２０２１/

GII_２０２１_resultspdf
Fortunes,https://fortunecom/fortune５００/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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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１０家企业中,美国企业独占５家,且大型数字科技企业如亚马逊、苹

果均位居前列,而中国虽有３家,但基本上都是传统行业中的央企.据世界

经济论坛披露,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全球已获认证的 “灯塔工厂”
(LighthouseFactory)① 数量达到１０３家,中国有３７家 (包括外资在中国大

陆开设的工厂),占比超过１/３.② 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中,中美应属第一梯

队,虽然中国与美国在基础研究和教育领域仍存在很大差距,但两国在科技

领域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中国在个别领域还取得了领先

优势 (如高铁、５G、特高压、国际空间站等).而欧洲和日本之所以未能进

入第一梯队,原因在于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数字平台网络,缺失了创新和价

值链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据联合国贸发会 «２０２１年数字经济报告»统计,从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在人工智能 (AI)领域,全球共有３０８起并购

交易,并购数量最多的前５家企业分别为美国的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和

亚马逊,中国的百度和腾讯排名分别为第６和第８,前１０中的另外３家也是

美国企业.到２０２１年１月,全球共有４７１４个共享数据中心,其中美国有

１７９６个,中国有１５４个,而欧盟和英国分别有１１０５和２７３个,但该报告认

为欧盟和英国并不能从这些大数据中获得像美国和中国同样的好处,原因即

在于其缺乏大型的平台型企业.③

与此同时,美国主导推动形成的全球性市场仍以货物贸易为主,这一结

构并不符合美国国内产业利益的需要,即美国在向全球提供货物贸易市场的

同时,并没有将自身的市场性权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的２０１９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到了１９万亿美元,而服务贸易总额为６２
万亿美元,不及货物贸易的１/３.但反观各国的产业结构,目前服务业已经

成为全球的主导产业.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２０２０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

—８１—

①

②

③

“灯塔工厂”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推出,旨在遴选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

术应用整合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堪为全球表率的领先企业,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指路明灯.
“TheGlobalLighthouseNetworkPlaybookforResponsibleIndustryTransformation”,WEF

WhitePaper,March２０２２,pp６Ｇ８,https://www３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Lighthouse_

Network_Playbook_for_Responsible_Industry_Transformation_２０２２pdf
DigitalEconomyReport２０２１:CrossＧborderdataflowsanddevelopment:Forwhomthe

dataflow,UNCTAD,２０２１,pp２９Ｇ３０,p３９,https://unctadorg/webflyer/digitalＧeconomyＧreportＧ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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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平均比重达到了６８２％,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于这一整体水平,
其中美国和英国分别高达８１％和８０５％,日本和德国约为７０％,中国约为

５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从国际市场对各国国内产业的支持力度来看,
目前全球市场开放结构更有利于制造业发达国家,不利于服务业发达国家.
如表２显示,美国虽是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但２０１９年服务出口额仅

占其国内服务业增加值的５１％,还不及德国的１４３％,中国和日本也分别

达到了３７％和５８％;而从制造业出口来看,德国、中国和日本的制造业

出口占国内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７１７％、６０８％和５８４％,都远高

于美国的４２３％.② 德国占比超高,是因为德国是欧洲区域价值链的核心枢

纽,其出口中的很大部分附加值是欧盟其他国家贡献的.此外,数字贸易已

经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２０２０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 (即狭

义的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了３１７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的６３５５％
(２００５年占比为４４７３％),其中,美国占全球数字贸易出口总额的１６８３％,
德国、中国和日本分别占６４３％、４８７％和３６２％,美国和日本数字贸易

占本国服务贸易比重已分别高达７５６％和７１６％,德国和中国则分别为

６５６％和５５％.③ 显然,美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优势遥遥领先,这也构成了

其力促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基本逻辑.

表２　全球市场对中美日德四国国内产业的支持力度比较

(单位:万亿美元)

　　　　　国家

指标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GDP (２０１９) ２１４８ １４２８ ５１５ ３８９

服务业
(２０１９)

增加值 １７３０ ７６８ ３５７ ２４２

占 GDP比重 ８０５４％ ５３７７％ ６９９６％ ６９５５％

制造业
(２０１９)

增加值 ２４２０ ３８２３ １０４６ ０７３８

占 GDP比重 １１２７％ ２６７７％ ２０５０％ ２１２２％

—９１—

①

②

③

参见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参见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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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出口
(２０１９)

出口额 ０８７６３ ０２８３２ ０２０７４ ０３４６７

占全球比重 １４０７％ ４５５％ ３３３％ ５５７％

占本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５０７％ ３６９％ ５８１％ １４３３％

制造业出口
(２０１９)

出口额 １０２３３ ２３２３２ ０６１０７ １２６７１

占全球比重 ７９１％ １７９５％ ４７２％ ９７９％

占本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４２２９％ ６０７７％ ５８３８％ １７１６９％

可数字化

交付的

服务贸易
(２０２０)

出口额 ０５３３１ ０１５４４ ０１１４７ ０２０３７

占全球比重 １６８３％ ４８７％ ３６２％ ６４３％

占本国服务出口比重 ７５５５％ ５５０１％ ７１５８％ ６５５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参见 https://
dataworldbankorg/;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由于全球市场开放的不对称性 (各国规则博弈的结果),如资本能够自

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货物贸易高度自由化而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导

致美国一方面为全球提供了最终货物的消费大市场,另一方面其制造业资本

不断向外转移,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严重,而服务业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但由于全球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不及货物贸易,因此,美国服务贸易顺差

远不能弥补其货物贸易逆差.如图４所示,美国从１９７１年首次出现１３亿美

元的对外贸易逆差 (其中货物贸易逆差为２２６亿美元),之后逆差连年扩

大,到２０２１年,贸易赤字创下８６１４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货物贸易逆差

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达到１０９万亿美元.① 同时,在美元霸权的加持下,
美国还可以通过印钞和举债来解决其贸易和财政的 “双赤字”问题.截至

２０２２年４月月末,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已达 ３０４ 万亿美元,债务率高达

１３２％.② 而美元的过度泛滥又必然反过来严重影响美元信用,削弱美元霸

权.美国今天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过度消费美元霸权的结果,在其贪婪享受

美元霸权的同时,忽视了过度消费的经济结构和过度软化的产业结构,这必

然与全球市场的不对称开放相悖而导致结构性矛盾.而这一矛盾绝不是仅仅

通过霸权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在规则谈判桌上,美国面对的是全球近２００个

主权国家.因此,从维护霸权利益的维度,基于其市场性权力难以转化为新

—０２—

①

②

参见https://wwwbeagov/.
参见https://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debtＧtoＧtheＧpenny/debtＧtoＧtheＧp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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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权力 (即形成符合美国国内产业利益结构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

现实,美国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利用其在军事、科技、人才、市场、经济等方

面的全方位优势,动用一切手段重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美国经济脱

虚向实,力图实现在全球重构其市场性权力的目标.

图４　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收支 (１９６０~２０２１)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参见https://wwwbeagov/

因此,从经济利益角度,未来美国主导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逻辑

是:一方面,继续推动塑造有利于美国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为其优势产业

尤其是数字经济打开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打破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对其

重振制造业的制约,保护美国国内市场以完成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就提出了 “再工业化”战略,但当时美国

虽然推动了 TPP谈判,却也没有放弃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但 TPP除了

有利于美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不起任何作用,反

而还会固化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下已经十分不利的产业结构.据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报告,TPP实施以后,预计到２０３２年,美国农业和食品产出将比基

线估计高出０５个百分点,服务业将比基线估计高出０１个百分点,而制造

业、自然资源和能源行业 (即第二产业)则将比基线估计低０１个百分点.①

另据 «华尔街日报»测算,TPP若实施将会导致美国在２０２５年前每年丧失

—１２—

① 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LikelyImpactontheUSEconomyandonSpecific
IndustrySectors,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May２０１６,PublicationNumber:

４６０７,p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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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① 因此,美国后来退出 TPP也是必然.拜登政

府上台后,为了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增强国内供应链,宣布在联邦政府采

购的 “美国货”中,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占比从之前的５５％提高至７５％.
目前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分步骤实施这一新规,２０２２年年底将提升至６０％,

２０２４年年底将提升至６５％,２０２９年将提升至７５％.② ２０２１年２月,拜登签

发第１４０１７号行政令,要求对美国的供应链进行审查,提出 “韧性供应链”
战略.③ 同年６月,美国发布四个关键供应链———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
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与材料和先进药物成分的百日审查报告,强调需要从

税收、劳工保护、环境标准等多方面采取措施,纠正目前美国生产方式的偏

差,挽救本国的就业机会和本土工业.④ 拜登政府力推的IPEF,也没有为相

关国家提供 “市场准入”方面的现实利益,其原因就是美国劳工团体以及两

党中的很多人士反对关税减让等措施,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

２０２２年５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发布了题为 «重启:美国

新产业政策框架»报告,该报告建议美国从长期性和战略性角度,改变美国

工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重构本国产业政策,以更简单、明确、具体的

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目标为导向,巩固美国在全球工业和科技发展中的主导

地位,提升美国竞争力,并与中国进行竞争.⑤ 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

经济自由主义,以保护国内经济和就业安全、提升美国竞争力为名,转向保

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二)安全利益维度:构建起遏制中国发展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贸易偏 好 被 认 为 源 自 国 际 政 治 的 宏 观 结 构.斯 蒂 芬  克 拉 斯 纳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DavidMoberg,“８TerribleThingsAboutthe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https://inthesetimes
com/article/tppＧfreeＧtradeＧglobalizationＧobama

FactSheet:BidenＧHarris Administration Deliverson Madein America Commitments,

TheWhiteHouse,March４,２０２２,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factＧsheetＧbidenＧ
harrisＧadministrationＧdeliversＧmadeＧamericaＧcommi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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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executiveＧorderＧ１４０１７ＧamericasＧsupplyＧchains
BuildingResilientSupplyChains,RevitalizingAmerican Manufacturing,andFostering

BroadＧbasedGrowth:１００ＧdayReviewunderExecutiveOrder１４０１７,TheWhiteHouse,June２０２１,

https://wwwwhitehousegov/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２１/０６/１００ＧdayＧsupplyＧchainＧreviewＧ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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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DKrasner)用 “国家—权力”理论,从四种国家利益———国民总

收入、社会稳定、政治权力和经济增长———解释了国际贸易结构变化与霸权

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开放 “极有可能出现在霸权式国家处

于顶峰的时期是权力和国家的政策创造了一种秩序,要是没有它们世界

将会混乱不堪”.① 大卫莱克 (DavidALake)将贸易政策与各国在全球体

系中的地位直接挂钩,特别强调实力对比程度以及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

度.② 面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和西方霸权利益 (垄断利润)
的流失,美国重新审视开放思维,转用安全思维来主导其重塑国际经贸规则

体系的底层逻辑.
这一变化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可见一斑.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政

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在冷战结束后将大国竞争列为国家安

全的首要威胁,被认为是对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③ 该报告宣称,中俄

意图塑造一个 “与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

之对其有利”.同时,报告还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并提升了网络安全

和数据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④ 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

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并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中国为 “最严峻

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与中国展开 “极为激烈的竞争”.⑤ 同时,拜登政府再

次明确,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应当打破传统上国内外政策以及国家安

全、经济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之间的界线来应对当前新形势”.⑥ 美国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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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４５９Ｇ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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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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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卿布林肯则用 “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敌对时敌对”,① 来描

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自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 “破冰”以来,随着国际环境

和中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大致经历了两极

格局下的 “前苏联制衡者”、冷战结束后的 “被塑造者”和特朗普上台后的

“战略经济对手”的变化过程.②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为其制定对外经贸政策定下了基调,也决定

了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定位———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演变成美国国家

安全的 “直接威胁”.③ 由此,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战略选择,也必

然以对华战略竞争为主线:即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美国欲通过打压中国高科

技,拉开中美实力差距,巩固并扩大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为

了重振全球领导力,美国一改特朗普时期忽视盟友的做法,利用军事和科技

组合霸权,通过强化 “共同安全”拉拢盟友,欲将国际安全提供能力 (安全

性权力)转化为新的制度性权力,建立基于尖端技术和供应链合作的各类经

济安全同盟,构建起遏制中国发展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一方面,通过 “反向安全”模式,精准打压中国高科技,拉开中美科技

创新的实力差距.所谓反向安全,即让中国不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为

此,拜登政府在国内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美国科技 “正向”竞争力,④ 同时

通过实施 “小院高墙式”策略⑤推动中美科技 “脱钩”,厘清与国家安全直接

相关的特定技术领域 (“小院”),对这些关键技术领域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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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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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 Sacks,“The Right Wayto Protect America’sInnovation Advantage”,Foreign Affairs,

October２３,２０１８,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２３/rightＧwayprotectＧamerica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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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报告,“小院高墙”策略正式被采纳,参见http://wwwinnovation４cn/library/r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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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态势 (“高墙”),以达到孤立甚至恶化中国科技发展环境、拉大中美科

技实力差距的目的.总的来说,拜登政府主要从高度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等

重要领域,包括在具备引领、突破和颠覆性的领域,以及重要且特殊的领

域,实现与中国 “脱钩”.① 其中,人工智能、５G、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

属于 “必争必赢”技术.为此,美国开启了 “全政府”和 “全社会”的打压

模式.

１美国 “全政府”打压中国高科技

从政府行政部门到国会,从国务院到商务部、财政部再到国防部和中央

情报局,美国形成了 “府会协同”的政策体系,将打压中国高科技长期化、
制度化.美国商务部主导的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国家安全进口审查

(“２３２国家安全调查”)工具和 “双反”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３０１
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３３７调查” “２０１调查”等手段,以及财政

部牵头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及其 “国家安全审查小组”,对中国高

新技术企业频频发起各种审查和制裁,打压更加精准且力度空前.其中,出

口管制是最具系统性杀伤力的杀手锏.据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公

告,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已经把包括华为在内的６００多家中国公司、机构

及个人纳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最近一次是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美国

以所谓的 “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问题为由,将与航空航天有关的７家中

国相关实体列入清单.② 显然,这些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要么是高科技和新兴

技术企业,特别是与人工智能、５G、量子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相关的数字技术

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要么是被美国怀疑有军方背景或军民两用技术企

业,或者是涉疆企业.这些被制裁企业的产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企业高

管和技术人员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被禁止与其进行学术交

流,美国资本被禁止对其投资,在未获得美国商务部出口许可的情况下,美

国企业或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被禁止向其提供零配件.美国商务部部长吉

娜雷蒙多 (GinaRaimondo)最近表态,美国还要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国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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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谢祥:«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及其对华科技竞争»,载 «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５８~７５页.

CommerceAdds７ChineseEntitiestoEntityListforSupportingChina’sMilitary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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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尤其在 TTC和IPEF框架下.① ２０２２年８月,拜登正式签署 «芯片

和科学法案»,在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的同时,明确规定获得

美方补助的企业十年内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他 “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

特定国家”扩大先进制程芯片产能.足见,美国为了维护科技霸权地位,对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实施了全面封杀,其手段可谓是

无所不用其极.

２美国 “全社会”对中国进行技术封堵

通过对全社会广泛动员和舆论宣传,美国恶意把中国塑造成 “偷窃”他

国技术、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紧和限制其大学、
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家个人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例如,拜登政府

要求美国科技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进一步将 “国家安全”作为重要的考

虑因素.硅谷部分企业已经在采取相关措施落实美国政府的要求,如限制华

裔技术人员参与敏感项目等.同时,美国还加强了 “全社会”模式的反情报

和反间谍行动,围绕如何推动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针对中国的技

术封堵,美国战略界、科技界人士提出的建议包括: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

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推动联邦调查局与相关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成

立 “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加大针对中国的所谓 “反间谍”行动;加大对

企业和高校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和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

程,等等.②

另一方面,强化 “民主国家同盟”,重振美国领导力,构建围堵中国的

同盟体系.拜登的竞选口号是 “让美国再次领导”,“美国要坐到谈判桌的首

席位置,和西方盟友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国”,③ 要 “确保重建美国信誉,
重振美国富有远见的全球领导力,保证美国而非中国设定国际议程,由美国

领导其他国家一起塑造符合美国利益、反映美国价值观的全球规范和协

定”.④ 因此,拜登非常重视盟友体系在遏制中国方面的战略意义,指出加拿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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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TheWhiteHouse,March２０２１,p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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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是

“美国最重要的资产”.① 美国一手挑起的俄乌冲突,导致欧盟进一步增强对

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依赖,欧洲将经济、社会领域议题 “安全化”提升到了罕

见高度.② 为了彻底阻断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组建新的全球创新链合作网络

体系和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美国打着以 “民主” “人权”为幌子的

“共同价值观”旗号,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构建针对中国的所谓 “民主

国家同盟”的同时,借助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主导地位,将经济和

技术问题 “安全化”“地缘政治化”,竭力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形成针对中

国的 “小多边主义”,③ 运用巧实力重点打击中国痛点,意图在全球形成排除

中国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１利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中的制度性权力,加强针对中国的政策协调

现有国际制度框架由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制度性要素构

成,美国充分利用其在这些组织或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设置议事议程和

选择议题等制度性手段,展开联合遏华行动.例如,在 WTO框架下,早在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大肆渲染中国的所谓 “非市场”经济行为,并在

WTO改革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提出 “WTO 必须解决非市场经济的挑战”.④

特朗普政府推动建立了规制 “非市场导向政策和行为”的美欧日三方联盟.

拜登执政以来,继续就 “市场导向”问题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并推动重启

了 WTO框架下的美日欧三边工作机制,声称 “要通过美欧日三边合作,采

取有效的行动解决扭曲贸易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⑤ ２０２２年２月,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发布 «２０２１年中国 WTO合规报告»,再次声称 “由于对华贸易

有可能导致严重风险,市场经济体之间应当加强贸易关系,通过相互合作实

现国际供应商的多样化,减少供货地域 (尤其是中国)过于集中的风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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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可能引发的关键货物短缺问题,以便有效应对侵蚀关键货物供应链的不

公平、非市场和扭曲的政策和做法”.① 同时,美国还通过强化其在国际标准

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中

的主导地位,推动修改相关国际组织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对冲中国在国

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努力.② 在国际机制方面,美国利用１９９６年成立

的、现有４２个成员的瓦森纳安排机制,使之成为美国联友抗华的国际出口

管控工具,尤其在２０１９年,瓦森纳安排管控清单的修订受美国影响较大,
明显体现出针对中国的意图.③ 另外,美国还推动其主导的安全机制,如美日

印澳 “四方对话机制”(QUAD)、美英澳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机

制,突破 “安全合作”的内涵,不断向经贸和科技等领域拓展.④

２推动构建新机制、新联盟、新框架等新的国际制度,重构制度性权

力,形成排除中国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TTC就是美国联合欧盟以限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

新机制.２０２１年９月,TTC召开首次会议,确定了在外国投资审查、出口

管制、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等诸多领域,要针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一

致性行动.⑤ 同时,美国在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供应链领域推动建立了各种

新联盟,包括５G联盟 (布拉格５G安全大会)、人工智能联盟、国际空间联

盟、半导体联盟等.美国还试图在 QUAD 的基础上成立 “稀土联盟”.此

外,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Schmidt)领导的智库 “中
国战略小组”(CSG),在向白宫提交的 «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USTRReleasesAnnualReportonChina’sWTOCompliance,USTR,https://ustrgov/

aboutＧus/policyＧoffices/pressＧoffice/pressＧreleases/２０２２/february/ustrＧreleasesＧannualＧreportＧchinasＧwtoＧ
compliance

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张琳琳、彭志艺:«我国亟需提升

数据安全国际规则影响力»,载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２７~３２页.
刘志鹏、程燕林:«瓦森纳安排的运行机制及启示»,载 «科技中国»２０２１年第７期,第２５~

２９页.
王鹏、颜婕:«美国推动构建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地缘战略逻辑»,载 «当代美国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７９~１００页.

USＧ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USTR,September
２９,２０２１,https://ustrgov/aboutＧus/policyＧoffices/pressＧoffice/pressＧreleases/２０２１/september/usＧ
euＧtradeＧandＧtechnologyＧcouncilＧinauguralＧjointＧstatement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　

战略»报告中,提出建立以ICT产业为核心的美国－T１２联盟,① 并建议推

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势力范围.为了吸引盟友加入,

CSG还建议美国政府推出科技研发互信区,使处于该机制下的国家,可以自

由交换和共享知识产权,但前提是必须承诺抵制以华为为首的中国５G技术

和设备.当前,美国正积极推动构建排斥中国的新框架———IPEF.目前,１３
个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斐济以及除了柬埔

寨、老挝和缅甸之外的东盟７国)已受邀成为IPEF创始成员国,将与美国

在数字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四大领域进

行谈判.② 美国推出IPEF的目的,就是确立先进技术的使用标准和伦理规

则,协调在敏感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政策,最终建立向美国制度看齐

的数字时代的 “印太”统一大市场.IPEF并不是开放、多边、平等、互惠

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是美国通过将经济框架与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捆绑,建立

由其整合并主导、针对中国的 “价值观同盟”,因此是其鼓动 “印太”经济

体与中国市场 “脱钩”的工具.③

(三)政治利益维度:保护主义和对华贸易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特朗普是反全球化的先锋,在其执政期间,不仅推动各种 “退群”,而

且对多个国家举起了关税大棒,尤其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对华贸易战.但他也

并非没有自由主义的梦想,其提出的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政策,实

际上是极度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贸易模式,有利于纠正前述全球市场开放的

不对称性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局面.只不过,这个方案无论对其他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难以接受,④ 因此,理想注定败给现实.拜登上任后,
一改特朗普政府排斥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做法,又开始把制度性议题 (包

—９２—

①

②

③

④

该报告建议由美国牵头,成立一个包括日本、德国、加拿大、荷兰、法国、英国、韩国、
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 T－１２论坛.参见 “AsymmetricCompetition:A
strategyforChina& Technology”,ChinaStrategyGroup,Fall,２０２０,https://s３documentcloud
org/documents/２０４６３３８２/finalＧmemoＧchinaＧstrategyＧgroupＧaxiosＧ１pdf.

OnＧtheＧ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ＧPacificEconomicFramework,The
White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Ｇroom/pressＧbriefings/２０２２/０５/２３/onＧtheＧrecordＧ
pressＧcallＧonＧtheＧlaunchＧofＧtheＧindoＧpacificＧeconomicＧframework

李嘉宝:«美国 “印太经济框架”是什么货色?»,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９
日,第６版.

王跃生:«世界经济或将进入多趋势并存的时代:表征、成因与未来———兼论特朗普的 “三
零贸易秩序”»,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２９~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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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规则、价值观及亚太地区秩序领导权等)视为对外政策的重点,似乎再次

体现出与奥巴马政府相似的自由主义特征,即 “美国回来了”.拜登上任后

在第一时间重返 «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调整与盟友伙伴的

关系;重新拉近与欧洲国家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组建 AUKUS,升级

QUAD;拉紧 “五眼联盟”,推出新版 «印太战略».① 但与此同时,拜登上

台后,既未复活 TPP,也没有在其竭力推动的IPEF中包含传统经贸领域的

自由化,更别说使陷入瘫痪的 WTO多边机制恢复活力,同时,拜登还全盘

接受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甚至更加变本加厉.这一切现象背后的

重要逻辑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逻辑.

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美国社会高度分化的严重后果

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其国内带来了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

盾: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要素,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其所有者都是全球

化最大的获益者,但由于税收制度设计保证了 “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

长率”,② 导致政府没有能力通过税收和其他杠杆,实现社会的二次分配,政

府也未能节制资本、扶助弱势群体,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２０１９年

６月,包括乔治索罗斯 (GeorgeSoros)在内的１９名美国亿万富翁联名向

两党总统参选人发出公开信,呼吁向最富有的０１％的美国富豪适度征收

“富人税”.信中还援引经济研究人员的估计,称 (按当前税率)美国前

０１％的富豪缴纳的税仅占其财富的３２％,但对收入最低的９９％的美国民

众这一比率却高达７２％.③ 出现这种怪象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自由流动

导致全球范围的税收竞底效应.这也是拜登政府力推全球最低企业税,并在

２０２３年联邦预算提议中要征收不低于２０％的 “亿万富翁税”的原因所在.④

郑永年认为,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和社会的脱嵌问题:在带来经济和财富巨

量增长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却越来越向极少数富人集中,中产阶层越来越

—０３—

①

②

③

④

达巍、蔡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５０年».
托马斯皮凯蒂:«２１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１０页.

EdwardHelmore,“USBillionairesCallforTaxonExtremeWealth”,TheIrishTimes,June
２５,２０１９,https://wwwirishtimescom/business/companies/usＧbillionairesＧcallＧforＧtaxＧonＧextremeＧ
wealthＧ１３９３６８５２

JosephRBiden,“RemarksontheFiscalYear２０２３BudgetandanExchangewithReporters”,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 ments/remarksＧtheＧfiscalＧyearＧ２０２３ＧbudgetＧandＧexchangeＧwithＧ
re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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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社会越来越分化,国家失去就业和税收.① 在 “一人一票”的所谓 “西
方民主”社会,政治权力来自社会,政府必须解决经济和社会的脱嵌问题.
但是在全球化状态下,政府没有经济主权,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来

限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的流动.在没有全球性政府来统一全球制度的

背景下,唯一的选项就是改变全球化的方式,重新思考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

合法性问题,即一个国家是不是越开放就越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医

疗物资短缺,当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是否实施开放政策时,进一步加速了其更

多地从传统的成本—收益和产业分工的角度,转向从价值观取向和产业链安

全的角度来权衡利弊.在美国,这种转变有着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基

础,因此,“公平贸易”政策大行其道,“自由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２美国贸易政策从 “自由贸易”转向 “公平贸易”
建国伊始,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倾向保护主义,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

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Hamilton)于１７９１年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直到１９３４年,以罗斯福政府颁布 «互惠贸易协定法»为标志,美国贸易政

策正式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尤其到二战结束后,由于推动了多边贸易

体制———GATT/WTO的诞生,美国更是以自由贸易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在

很长的一段时期,美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对 “公平贸易”内涵的理解

趋近于多边主义的原意,表现为正向的积极规范,保护主义的那一面得到抑

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出口贸易受到来自西欧和日本的挑战,美国开始

重新审视贸易的公平属性.在１９６８年的总统大选中,自由贸易与 “公平贸

易”首度出现分野.共和党宣称 “由于歧视待遇和不公平贸易行为,数千个

工作岗位已经流失到了外国生产商那里.国务院在与出口国磋商协议时应当

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实现公平竞争必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直到重

新建立公平竞争为止”,② 这种强硬的贸易政策取向为当时尼克松当选总统获

得了选票优势.随着美国进口不断增加,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政客们机敏地

察觉到,相比于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的措辞更有利于巩固选票基础.
由此,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客们开启了把国内矛盾向国外转嫁的话语

模式:强调他国 “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对美国利益/自由贸易的 “侵害”,美

—１３—

①

②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２００年»,余江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第６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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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以遵循自由贸易原则,但自由贸易同时也必须是公平贸易.① 事实上,
“公平贸易”已经超越党争而成为美国贸易政治的共识.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
拜登与特朗普在对 “公平贸易”政策的理解与选择上基本步调一致.② 从拜

登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已经完全褪去了自由贸易的底

色,在其 “公平贸易”的外衣之下,行的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之实.由于

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提供了依据多边规则的公力救济措施,这使美

国基于国内贸易法的私力救济成了违法,因而对其单边主义的霸权做法越来

越形成制约.这就是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要持续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遴

选,使 WTO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的真正原因.在各国对其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做法投诉无门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陷于瘫痪,美国的 “公平贸

易”政策已无一丝 “公平”的底色.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逐渐成为西方学

者的共识.③

３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商界和社会的战略共识

从两党来看,拜登上台后,不仅将特朗普时期对抗性的贸易政策照单全

收,还强调要 “直面”所谓 “不公平的、非法的、强制性的经济和贸易行

为”,④ 同时还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调整了打击精度,加大了打击力度.可见,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对华强硬政策的基调不会改变.从商界来

看,美国商界已经形成日益紧密的反华联盟.根据美国记者黛博拉韦内齐

亚尔 (DeborahVeneziale)写的一篇专栏文章,美国国内商界,尤其科技精

英、金融服务业和零售消费业,都有着强烈的反华冲动,这种冲动,既来自

于长远的利益考虑,也有意识形态因素.如在过去两年,围绕新冠肺炎疫

—２３—

①

②

③

④

杨子涵:«美国 “公平贸易”政策分析»,载 «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２１第９期,第１~７页.
拜登所推崇的 “公平贸易”政策也强调,通过加强立足国内法的贸易执法来反制外国的

“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与特朗普激进的贸易制裁手段相似.参见 https://wwwontheissuesorg/

２０２０/Joe_Biden_Free_Tradehtm.
参见 MartinJacques,“TheDeathofNeoliberalismandTheCrisisinWesternPolitics”,Aug

２１,２０１６,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２０１６/aug/２１/deathＧofＧneoliberalismＧcrisisＧ
inＧwesternＧpolitics;JosephStiglitz,“TheEndofNeoliberalismandTheRebirthofHistory”,November
２６,２０１９,https://socialeuropeeu/theＧendＧofＧneoliberalismＧandＧtheＧrebirthＧofＧhistory;AlfredoSaadＧ
Filho,“Coronavirus,Crisis,and TheEndofNeoＧliberalism”,April１５,２０２０,https://www
ppesydneynet/coronavirusＧcrisisＧandＧtheＧendＧofＧneoliberalism/;中谷岩: «资本市场为什么会自我崩

溃? ———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热拉尔迪梅尼尔、
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

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TheWhiteHouse,p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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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国香港和新疆事务的 “舆论战”,推特和脸书扮演了压制客观报道事

实的声音,积极参与 “妖魔化”中国.作者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由于美

国今日的亿万富翁们将自己的投资分散于各个产业,并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资

助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这使他们比以前那些专注单一产业的百万富翁们更

能跳出短期经济利益的局限,并能够站在长期战略视角来看待外交政策,即

期望在颠覆中国政权后,完全放开的中国市场潜力将给他们带来长期超额收

益,从而使他们更有动力承受遏制中国带来的部分行业的短期损失.① 从民

意基础来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意不断上升.皮尤中心民调显示,２０２２
年,２/３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的受访人数达到８２％ (比２０２１年增加了６个百分点).② 美国民众普遍对中

国抱有敌意,这与其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不断强化 “中国是自由世界的邪

恶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高度相关,同时也与美国利用互联网实现

对华舆论的 “信息孤岛”高度相关,美国民众接收的涉华信息基本上都是负

面的.③ 在美国,对中国态度软弱已经成为绝对的 “政治不正确”.可以说,
目前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的统一战线,经贸就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竞技场,美国为此不惜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

五、结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更趋碎片化

通过对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三维分析 (见表３),可以清晰

地看到,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底层逻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
保持美国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已成为其重构国际

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标,由此在政策导向上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和国

家干预主义;第二,基于第一个逻辑变化,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源泉,从过去

的 “国内市场准入＋科技优势＋国家主权”模式,④ 转向 “安全提供能力＋

—３３—

①

②

③

④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观察者网,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https://wwwguanchacn/DeborahVeneziale/２０２２_０５_１９_６４０４０９_１shtml.

ChristineHuang,LauraSilverandLauraClancy,China’sPartnershipwithRussiaSeenas
SeriousProblemfortheUS,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２０２２/０４/２８/chinasＧpartnershipＧ
withＧrussiaＧseenＧasＧseriousＧproblemＧforＧtheＧus/.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
竺彩华:«市场、国家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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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优势＋国家主权”模式,即用 “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 “国内市场准

入”,作为吸引 (甚至逼迫)规则合作伙伴的重要筹码 (当然其有效性还有

待观察);第三,基于前两个逻辑的变化,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美国

对外政策依托的主框架.上述三个变化,使市场逻辑推动的全球化越来越受

到国家逻辑的制约,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日益突出,碎片化

和 “有限全球化”成为常态.

表３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影响

　　内容

维度　　
主要变化 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影响

经济利益

美国主导形成的全球性市场开放结构不符

合其国内产业利益结构,即市场性权力难

以转化为制度性收益,美国选择:继续引

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同时重振制

造业、推动经济脱虚向实;在全球重构其

市场性权力

一方面,积极推动数字经贸规则制定;
另一方面,放弃过去以国内市场作为筹

码吸引规则合作伙伴的做法,强化保护

主义,放弃自由主义

国家安全

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利用军

事和科技组合霸权确保其战略优势,美国

选择:通过 “反向安全”模式,系统性精

准打压中国高科技,拉开中美科技实力差

距;通过强化 “共同安全”拉拢盟友重振

美国领导力,建立基于尖端技术和供应链

合作的经济安全同盟

通过提供安全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弥补

不能以国内市场作为筹码拉拢盟友的不

足;加强与盟友合作,逼迫更多国家选

边站队,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市场和

规则体系

国内政治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持续撕裂美国社会,各

界重新思考以 “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国际

经贸规则的合法性问题; “公平贸易”超

越党争成为贸易政治共识, “自由贸易”
时代宣告结束;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

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受损,各国无法

对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形成

有效制约;在美国主导的新规则体系中

排斥与中国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陷于崩溃

霸权稳定论将贸易政策与各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直接挂钩. “贸易政

策是 (存在一个处于主导地位但最终走向衰弱的霸权国家的)现实国际体制

的内在函数.从这一角度出发,美国实力的下降就必然导致其贸易保护举措

的激增”.① 珍妮高娃 (JoanneGowa)提出了安全外部性概念,认为多边

—４３—

① Jeffry AFrieden and David ALake,International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on
GlobalPowerandWealth (ThirdEdition),Routledge,１９９５,p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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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只在安全威胁低的情况下才会存在,而在更加对立的环境中,政

府最倾向于采取单边的保护主义或者与盟国缔结特惠贸易协定,以援助盟友

并御敌于外.①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 (EdwardDMansfield)通过研究历史

数据发现,在权力集中度与贸易之间存在一种 U形关系:在两者高度集中的

体系中———实际上就是霸权体系,政策是最开放的;在权力不对等程度较低

的体系中,贸易政策也是最开放的,但主要还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稳定程度.

相反,保护主义或地区主义更容易出现在权力集中的中间层面,因为这时候

安全程度最低.② 从美国霸权优势变化的角度看,目前应该就处于这种 “中
间层面”.中国正努力通过经济升级和多元化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美国

则竭力阻挠,这就会加剧双方在技术领域的动荡风险,也导致双方在多边机

制的工作中缺乏信任和信心.③ 可以说,美国极端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

径,已经把多边贸易体制的精神和原则侵蚀殆尽,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

化自由市场体系已经彻底崩溃.

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成为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

标,在此前提下,“多边”只是其与中国竞技的战场,而非合作的平台.拜

登上任后,虽然高调宣布重返 WTO,看似强调多边,实则延续了特朗普政

府的一系列政策,甚至变本加厉.例如,不解决上诉机构停摆问题;继续维

持违反 WTO原则的 “特朗普关税”;对华实施单边技术封锁,扩充涉华实

体名单;利用 “价值观”和 “人权”做文章,拉拢盟友,建立规制 “非市场

导向政策和行为”的联盟,共谋针对中国的 “新规则”,打造排除中国的供

应链和贸易圈.因此,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而是歧视

性、选择性、排他性的伪 “多边主义”,充其量也只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所谓

“自由、民主”价值观的 “小多边主义”.在 WTO框架下,只要美国不改变

联合他国遏华制华这一目标,只要中美不合作,WTO无论在推进自身改革,

还是达成实质性谈判方面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缺乏真正能推动多边主义发

展的领导力.２０２２年６月召开的 WTO第１２届部长级会议,虽然宣布在新

—５３—

①

②

③

JoanneGowa,Allies,Adversaries,andInternationalTrad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４

EdwardDMansfield,Power,TradeandWar,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２０１９,UNCTAD,p８,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

officialＧdocument/tdr２０１９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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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应对、防疫相关知识产权豁免、粮食安全、人道主义粮食采购、
渔业补贴、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等议题上取得成果,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成果

仍属于浅层次的议题,在涉及发达国家利益的农业补贴谈判以及世贸组织改

革路线图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上,WTO 仍难有建树.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例会上,美国第５７次否决了重启上诉机构甄选程序的相

关提案.① 美国故意阻碍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运转的行为,无疑对以规则为导

向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转构成了巨大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后,又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几乎可以任意践踏国际规则的美

国,如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冻结俄罗斯的美元外汇储备、将部分俄罗

斯银行踢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系统等制裁措施等,均是

对多边规则的肆意破坏,甚至是将多边规则 “武器化”,这对以多边规则为

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当美国带领西

方世界,把自己鼓吹的所谓 “自由民主”和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最

后的遮羞布揭下来的时候,就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全

球化体系已经彻底崩溃.正如郑永年所言,如果现存国际组织被弱化, “一
个世界”必然被虚化,两个体系、两个市场便是实体.②

(二)新领域或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由于中美经济已高度融合,因此全面的市场脱钩并不现实.２０２１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７５５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７％.③ 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博弈,
必然围绕数字技术领域的伦理、标准及新技术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等新领

域的规则制定而展开.而数字技术带来的规则边界的拓展,也带来了更大的

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风险.２０１３年 “棱镜门”事件曝光,证实了数据跨境流

动关乎国家利益、产业利益与风险控制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缺乏战略互信

的国家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制度性融合.从美国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中美

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过去以美国为最终市场、
中国为最大生产国的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从美国方面已经宣告终结,但真正脱

钩尤其产业链的重构还需要时间,世界或在新领域形成服务中美两个巨型消费

市场的两条相对独立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以及相应的新规则体系.

—６３—

①

②

③

郭言:«破坏多边贸易体制损人不利己»,载 «经济日报»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第３版.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５页.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快讯,参见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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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和规则体系主要依托美国的军事 (安全提供能力)
和科技优势,以构建第二代 (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和第三代经贸规则 (数字

贸易规则)为主,如IPEF就缺乏传统贸易领域的开放,这对其他国家来说,
基本上就是非对等开放、单边开放,因此,对很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来

说,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目前已知愿意加入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

的盟友或伙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自２０１２年美韩FTA生效以

来,除了特朗普上台后用 USMCA替代 NAFTA,美国再未与其他国家签署

过传统意义上的FTA.① 即便２０１９年在与日本签署的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UJDTA)中,美国实现了其对电子传输 (包括电子内容传输)免征关税、
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主张,这些主张显然对美国数字企业极其有利,但

美国并未通过开放国内其他市场来换取新规则的利益,显然,日本重视的是

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目的是为了在数字贸易规则上共同牵制中国.
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和规则体系则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开放和中国的科技

优势,以自身的高水平全面开放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同时兼顾发展与安

全之间的平衡,因此也更具包容性、平衡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且

对很多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吸引力,这也从RCEP的成员构成中可见一斑.在

美国极力推动 “去中国化”的背景下,RCEP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签署,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其中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次也没有

跟着美国走,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巨大市场对其的吸引力.根据联合国

Comtrade数据库,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和日本对华出口占各自总出口的比重分

别为３４２％和２１６％,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对美出口分别占

其总出口的３２％和１８％.② 目前,中国共与２６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１９个

自贸协定,并在积极申请加入代表更高标准的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DEPA),同时也在积极参与 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等诸边协定

谈判.

—７３—

①

②

参见https://ustrgov/tradeＧagreements/freeＧtradeＧagreements.
参见https://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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